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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企业高效开展面向低端市场的朴素式创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平等共享创新成果的机会,对推

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低收入群体对价格具有敏感性并且对价格的可负担性低,企业在开展朴素式创

新时需要格外注意这一点。 单一要素视角的研究难以全面解答企业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高效开展朴素式创

新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 本文整合共生关系与资源拼凑理论,运用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

法对 192 家企业进行跨案例比较分析,探究组织间关系、治理机制和共享逻辑协同匹配对企业朴素式创新的

驱动机制。 研究发现:(1)组织间关系、治理机制和共享逻辑多重并发形成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多元化驱动路

径;(2)高效开展朴素式创新可通过“治理机制与组织间关系双轮驱动” “共享逻辑、输出控制与顾客协同驱

动” “组织间关系和共享逻辑双轮主导下的行为控制驱动”多重模式实现;(3)顾客跨边界整合在驱动企业朴

素式创新过程中发挥着较为普适性的作用。 本文引入组态视角,弥补了传统定性和定量分析对该问题解释

的局限性,加深了共生关系系统要素耦合对朴素式创新驱动机制的认识,对企业高效开展朴素式创新具有理

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朴素式创新　 组织间关系　 治理机制　 共享逻辑　 共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3.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5)06-0126-19

　 　 一、问题提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中国仍有超 4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2 万元。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中,众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深入低端市场开展创新实践,提升金字塔底层(base
 

of
 

pyra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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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BoP)群体的福祉,满足普惠性发展需求。 例如,五菱开发的宏光 MINIEV 新能源车、小米集团打造的红

米平价智能手机等,这些企业通过更少的资源以集约化生产降低边际成本,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可负担的产

品或服务,构建面向低端市场的朴素式创新(frugal
 

innovation)范式。

普拉哈拉德(Prahalad,2004)强调企业与低端市场的协同重塑创新生态系统,通过降低技术准入门槛和

资源复用成本实现包容性增长[1] 。 从理论溯源来看,现有理论主要从组织间关系与治理机制视角分别阐释

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形成机理。 组织间关系视角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主张企业需深度嵌入本地网络以突破资

源约束[2] 。 单个企业一般不具备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3] ,通常需要通过跨边界整合与 BoP 市场建立起密

切、信任、高效的协作关系,克服 BoP 市场资源供给限制,获得高朴素式创新绩效[4] 。 治理机制视角基于行

为控制理论,揭示内外部控制力的协同效应[5] 。 朴素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可能既竞争又合作,这就要

求企业通过输出控制、行为控制的协同与配合,发挥互补或协同效应,克服在 BoP 市场开展朴素式创新的障

碍与约束,提高朴素式创新绩效[6-7] 。 虽然上述两个视角力求解决朴素式创新资源短缺、BoP 市场环境模糊

复杂性等问题,但组织间关系视角强化了本地资源获取,却忽视了合作网络中机会主义可能导致的资源整

合效率问题;治理机制视角规范了权责分配,却难以应对 BoP 市场消费者需求的高度异质性。 共生关系理

论通过构建包含资源整合、治理机制与信任强化的多维交互界面[8] ,系统化解决资源拼凑与能力构建的协

同问题,很好地弥补组织间关系和治理机制难以克服的问题,建立各主体间的共享逻辑,极大地缩小参与者

之间的认知距离,加强相互信任,维持生态系统稳定[9] 。

朴素式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通过共生的方式与 BoP 市场环境协同,建立一个“创造财

富的生态系统” [10] 。 现有文献多聚焦组织间关系或治理机制的单一维度,很难全面地解释各要素驱动朴素

式创新的复杂机制。 企业通过构建价值共生网络实现异质性资源的跨界耦合并重塑市场边界[11] 。 但目前

鲜有研究探究共生关系系统内各要素耦合对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复杂驱动效应。 复杂系统观理论认为,创新

生态系统的演进是主体适应性行为与制度环境互构的产物,存在“殊途同归”的多重均衡状态,这为采用非

线性方法论破解因果复杂性提供了理论依据[12-13] 。 共生关系系统内各要素间并非独立发挥作用[14-15] ,而

是相互竞争或互补,形成多种组态[16] ,可能产生驱动高水平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多元模式,共同演化出不同的

多元共生系统[17] 。

那么,共生关系系统各要素如何对企业朴素式创新产生影响? 不同要素组态是否对企业朴素式创

新产生等效影响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实现高水平企业朴素式创新? 目前尚未有研究能够很好地回答这

些问题。 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共生关系理论框架,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方法,探究组织间

关系、治理机制、共享逻辑协同驱动朴素式创新的复杂机制,为企业高效开展朴素式创新提供经验证

据与借鉴思路。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已有研究主要从组织间关系或治理机制的单一视角,通过单案例研究、传

统定量方法或描述性分析等探究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单项因果关系,并未考虑到朴素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复杂

性,本文基于共生关系系统框架,分析了共生关系系统各要素联动匹配与企业朴素式创新之间的复杂因果

关系,为企业高效开展朴素式创新实践提供证据和启示;第二,本文响应了关于基于共生关系理论框架的朴

素式创新研究的呼吁,加深了通过共生关系系统要素间的耦合对朴素式创新复杂驱动机制的认识,丰富了

朴素式创新理论研究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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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一)朴素式创新的概念

朴素式创新也被称为节俭式创新。 早期研究只是狭义地将朴素式创新理解为低成本产品的开发,例如

低成本移动电话(Nokia
 

1100)等[18] 。 随着朴素式创新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朴素式创新的理解更加深入,
从创新过程、结果及目标对象等多种角度丰富了朴素式创新的内涵。 从创新过程看,侯赛因等( Hossain

 

et
 

al.,2016)将朴素式创新定义为在财务、技术、材料等资源限制条件下,通过设计优化使最终生产的产品或服

务既低于竞争商品价格,又足以满足顾客基本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案[19] 。 从创新结果看,韦罗克和赫施塔

特(Weyrauch
 

&
 

Herstatt,2017)认为朴素式创新需同时满足大幅降低成本、专注于核心功能及优化的性能水

平三个标准[20] 。 从 BoP 群体角度看,陈劲等(2014)认为朴素式创新是针对新兴市场中的 BoP 消费者所进

行的一种资源限制型创新模式[21] 。 随着企业对 BoP 群体的持续关注,BoP 群体在朴素式创新过程中承担消

费者、生产者和创业者等多种角色,其需求也在随之改变。 BoP 群体作为消费者,有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

求,例如获得低价且均衡的饮食和可负担的医疗服务[22] 。 BoP 群体作为生产者将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

足,比如注重教育、劳动技能培训等[6] 。 BoP 群体作为创业者,将渴望通过企业建立的跨部门价值共创网络

获得金融、技术等各类资源支持。
随着学者们对朴素式创新概念理解的深入,衍生了一系列和朴素式创新相近的概念。 虽然这些概念与

朴素式创新存在部分内涵上的交叉,但是通过梳理仍然可以对比区分。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朴素式创新的概

念,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对朴素式创新及与其相近的概念进行梳理与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朴素式创新及其相近概念的对比分析

类别 朴素式创新 包容性创新 甘地式创新 逆向创新 草根创新

概念 朴 素 式 创 新 是 针 对

BoP 市场中的消费者

所进行的一种资源限

制型创新模式

面向低收入市场的创

新形态, 能够为低收

入群体提供平等参与

市场的机会, 并创造

出经济、 社会等多元

价值[23]

源自印度市场创新实

践,指在恶劣环境下

为人们应对日常工作

与生活困扰或解决长

期问题而开发的产品

或流程

先在发展中国家或新

兴市场出现的创新,
然后“逆向”扩散到发

达 国 家 乃 至 全 球

市场[24]

社会基层群体在人力

资本和资源禀赋受限

的条件下产生的新型

基层创造力

社会和生态

可持续性

涉及生态、社会、环境

责任[25]

涉及生态、社会、环境

责任[26]

涉及生态责任、 社会

责任

涉及社会责任、 生态

责任

涉及生态和社会责任

创新过程 自下而上 自下而上 自下而上 自下而上 自下而上

目标市场 关注 BoP 市场 关注新兴市场 关注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作为来源,
但实际上在发达市场

探索机会

未特别指定新兴市场

或发达市场

目标群体 BoP 群体 BoP 群体 BoP 群体 有消费能力的群体 BoP 和有消费能力的

群体

创新特点 强调用更少的资源节

约成本。 产品通常不

具备复杂的技术特征

重点关注 4A(可负担

性、可接受性、可获得

性与可感知性) 问题

的方式与途径[27]

通过商业模式和组织

模式的创新, 创造新

的市场, 使产品不会

因为巨额研发费用导

致过高的价格[1]

主要依赖本土资源支

持,针对发达国家或

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

所设计[28]

BoP 群体为创新的发

明者。 依靠传统知识

或技能亲自参与、 推

动、实施。 具有自发

性和自我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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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强调了资源约束与 BoP 群体需求,捕捉了朴素式创新在资源节约、共同参

与、低复杂性等方面的内涵,但未充分体现企业与 BoP 市场密切合作、协同创新的本质。 综上所述,本文将

朴素式创新定义为:企业通过与当地 BoP 市场建立协同共生关系,充分整合、利用和节约现有资源,以更低

成本实现 BoP 群体所需产品或服务的核心功能的创新范式。

　 　 (二)理论模型构建

共生关系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研究领域,用于描述多个生物之间通过某种特定模式互相依存和相互

作用的生存机制。 随着理论的发展,共生关系理论被逐渐引入管理学的研究领域。 托马斯和奥蒂奥

(Thomas
 

&
 

Autio,2014)依托共生关系理论,提出了由组织间关系、治理机制和共享逻辑组成的共生关系模

型[29] 。 其中,组织间关系强调共生参与者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专业化和互补性,企业通过跨边界整合嵌入

多主体共生的朴素式创新网络中,与当地市场共同进行价值创造。 治理机制是协调组织间生产经营活动的

一套规则,企业在朴素式创新的过程中通过输出控制、行为控制支持和协调朴素式创新生态系统。 共享逻

辑是共生参与者对完成一项事业存在共同意识,企业和 BoP 市场其他主体基于实现朴素式创新的愿景,频
繁交互达到高且对称的信任水平。

共生关系系统会给予各参与者更为明确的愿景,使自身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各

自独立发展向共生演化转变[30] ,最终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信任的稳定组织共生关系[31] 。 本文拓

展和优化了共生关系模型,将组织间关系维度分为顾客、供应商跨边界整合,将共享逻辑维度设定为信任对

称性,将治理机制维度分为输出控制、行为控制,以此通过多维视角分析企业推进朴素式创新的机制与路径。
1. 组织间关系与朴素式创新

资源拼凑理论以“凑合利用”“突破资源约束”和“即兴创作”为价值理念[32] ,强调企业通过对现有资源

的将就利用,实现新的创业机会或应对挑战。 由于 BoP 市场具有不完善和非透明性的特征,通常缺乏通畅

的信息资源流通渠道,加之低收入群体对价格的可负担性低,这使得企业在进行朴素式创新时面临更大的

挑战。 为了尽可能地突破资源、需求、市场等限制,企业需要通过跨边界活动,有效整合供应商、BoP 顾客资

源,在组织间形成资源、技术、能力等方面的互补,一定程度上解决 BoP 市场资源贫乏等问题[33] ,开发出新的

产品或商业模式实现朴素式创新突破。 例如,企业通过与供应商进行跨边界整合,实现信息共享,获取朴素

式创新所需的新知识[34] ,通过与 BoP 顾客进行跨边界整合,可以准确把握 BoP 群体的需求和偏好。 企业通

过对分散的既有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充分发掘资源的潜在利用价值,最终实现有效节约资源,低成本地制造

出满足 BoP 群体需求的高质量产品,推动朴素式创新发展[35] 。
2. 共享逻辑与朴素式创新

共享逻辑反映了各参与者的相互信任,对生态系统目标、规则、信念和实践形成统一的共同意识[8] ,使
朴素式创新系统共生关系更加稳定。 当共生关系系统各参与方对朴素式创新达成共同愿景后,各参与主体

会将共生关系中其他合作者的能力视为自身能力的延伸[36] 。 这种情况下,各参与方会主动分享资源,通过

对朴素式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资源进行拼凑与整合,帮助各参与者提升创新能力。 在共享逻辑维度上,共生

关系强调系统内部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缩小彼此间的认知距离,提高相互信任水平,提升创新生态系统内

各参与者对朴素式创新价值的信心。
企业与供应商、BoP 顾客在朴素式创新系统中进行频繁的互动,可以提高彼此之间的信任水平。

组织间在不同交互环节建立信任关系会使其与参与者的资源交互长期意愿提升,提高资源拼凑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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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当所有参与者都具有对称的信任水平时,合作双方会主动探寻资源的新价值和资源整合的新方

式,协同对创新活动作出贡献 [ 37] ,探寻其在朴素式创新实践过程中的新价值 [ 38] 。 由于新兴市场的模

糊性与复杂性,BoP 群体可能会对外来组织表现出怀疑和不信任,这会使企业与其之间的信任水平不

对称。 信任不对称会阻碍资源交换的互惠 [ 39] ,如果双方的信任不对称程度高,会导致低信任度的一方

不愿意共享自身资源,从而降低共生关系内资源交换效率 [ 40] 。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难以获得朴素

式创新所需要的关键性资源,创新的成本提高。 综上所述,信任对称性是企业开展朴素式创新时需要

考虑的重要因素,企业、供应商与 BoP 顾客基于相互信任形成健康稳定的共生关系,将极大地促进朴

素式创新的开展。
3. 治理机制与朴素式创新

企业与 BoP 群体、供应商之间可能存在的信任不对称,会造成信息、资源获取能力等存在不对等的情

况,导致双方出现隐藏或扭曲信息、逃避或不履行承诺等机会主义行为。 这些行为不仅会增加企业的交易

成本,还会降低企业资源拼凑和整合效率[41] 。 为了保证朴素式创新系统内各共生主体之间实现创新互惠和

知识的共享,优化资源配置,企业需要采取一定的协调与控制措施[42] 。 已有学者发现组织间治理机制会对

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43] ,并且使用联合治理模式会优于单一治理模式[44] 。 因此,本文参照安德森和奥利

弗(Anderson
 

&
 

Oliver,1987) [45]的研究,选取输出控制和行为控制两种方式作为企业协调朴素式创新生态系

统的治理机制。
输出控制侧重设定和监测预期结果的完成情况,可以将目标进行量化,例如销售增长额、市场份额、顾

客满意度等[46] ,同时测定目标的实现情况。 企业对朴素式创新目标作出明确的规定,如西门子公司提出的

简单、易于维护、价格合理、可靠且上市及时( SMATR)目标,可以控制朴素式创新的方向,使企业与供应商、
顾客对朴素式创新要求有清晰的认识,规避创新过程中潜在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此外,输出控制还是一种

分权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共生关系的参与者之间存在较弱的工作关系,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创新氛

围。 在这种活跃的创新氛围下,各参与者彼此之间的信任也随之加深,极大程度地减少道德风险与机会主

义行为,提升企业朴素式创新能力。
但由于朴素式创新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其目标可能无法全部进行明确的描述。 行为控制则并不关注结

果本身,而是对企业、供应商等主体的实际行为进行调整及监管。 由于 BoP 市场公共基础设施、正式制度的

缺乏,企业在资源获取上受到了极大的约束,通过行为控制可以灵活调整资源,保证资源的有效整合,为企

业在朴素式创新不同发展阶段提供资源支撑[47] 。 BoP 群体在自我认知、生产力等方面受到约束[48] ,企业通

过行为控制能够面对面地影响共生关系参与者的创新行为和过程,对 BoP 群体的行为提供指导,提升其自

身能力。 行为控制还可以监督各方对工作程序的遵循程度和掌握程度,规避创新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保证朴素式创新过程的顺利开展。 综上所述,朴素式创新生态系统是复杂且动态的,企业需要将输出控制

和行为控制进行协调与联合,从而更为有效地保障朴素式创新的实现。
4. 组织间关系、共享逻辑和治理机制联动对朴素式创新的驱动机制

组织间关系、共享逻辑和治理机制是构成共生关系的主要维度。 良好的组织间关系可以使资源在不同

主体间有效流动[49] ,实现价值共创。 企业通过跨边界整合嵌入价值共创网络,与供应商、BoP 群体密切互

动,将彼此现有的优势资源拼凑组合,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促进朴素式创新[50] 。 然而,不同组织间形成的

协作网络都需要规则和标准[51] ,治理机制所制定的规则和标准作用于生态系统所有参与者,保障了共生关

系生态系统的功能与稳定。 控制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在跨边界整合的过程中有效配置优势资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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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新兴市场对资源、制度、交易的约束。 然而控制机制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由于共生系统各参与者的禀赋

结构存在差异,往往呈现出异质化的经营逻辑和利己动机,彼此间信任水平可能出现不对称的情况。 跨边

界整合过程很可能因为利己等原因出现“隐瞒”“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对低端消费者准确需求信息与供应

商外部流程信息的组合和利用造成不利影响。 企业通过跨边界整合,不断与供应商、顾客进行深入且频繁

的互动,加深彼此间的信任和认同感,使共生关系参与者彼此间信任水平提高且趋于对称,在一定程度上规

避了机会主义行为[52] 。 有效的控制系统有助于建立参与者彼此间的信任[53] ,当信任水平不对称时,朴素式

创新系统参与者之间会进行相对复杂、严格的控制[54] ;当信任水平在控制过程中逐渐升高且对称时,协调控

制的强度和范围将会缩小。 因此,企业在推进朴素式创新实践过程中,与各参与主体基于组织间关系建立

价值共创网络,通过控制机制的协调使朴素式创新生态系统参与者基于相互信任,保持相同愿景。
综上所述,组织间关系、共享逻辑和治理机制的单一维度并不能独立产生高水平企业朴素式创新,而是

在与其他维度的协同中发挥主导作用,或是通过互相组合形成驱动作用实现高水平企业朴素式创新。 鉴于

此,本文基于共生关系框架,探究各前因条件如何协同共生对企业朴素式创新产生驱动作用,以及不同要素

组合分别通过何种方式实现高水平企业朴素式创新,以期清晰阐释各要素与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复杂因果关

系。 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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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三、数据采集、变量测量与信效度分析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采集

课题组以国内外成熟量表为基础,设计出适合朴素式创新研究的变量测量量表,并基于此设计了一份

调查问卷。 问卷设计由两名英语专业的博士生与两名创新管理领域的教授共同完成,通过翻译、回译以及

修正三个步骤,形成更适合中国企业情境的调查问卷。 在问卷初步定稿后,首先通过小规模访谈的形式收

集被调查者的建议,然后对问卷题项的表达方式和逻辑结构进行优化,确保问卷题项更准确被理解。 最后,
对回收的样本数据进行测试,以确保问卷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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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朴素式创新强调为 BoP 群体提供产品或服务,且偏向于企业战略层面的问题,因此问卷的调查

对象主要为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的中高层以上管理者和执行决策的基层管理人员。 他们对企业合作情

况、市场环境和创新战略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将其作为调研对象有助于保证调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为了保证地区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代表性,课题组从内蒙古、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广东、江苏等省份选取

多家企业发放问卷。 在问卷中,对企业是否面向 BoP 群体开发产品(服务)或构建商业模式设置了“是”
与“否”的问题选项,只有选择“是”的被调查者才可以进行后续问题的填答。 课题组通过到企业走访和

委托工商管理硕士( MBA) 学生调研其所在企业,累计发出问卷 300 份,成功收回 216 份,回收率达到

72%。 剔除填答不完整、选项一致的无效问卷后得到 192 份样本数据,有效样本占比 88. 90%。 样本具体

特征如表 2 所示。

表 2　 有效样本特征情况统计结果

名称 类别 企业数 占比 / % 名称 类别 企业数 占比 / %

被访人职务 董事长 / 总经理 31 16. 15 员工数量 50 人以下 70 36. 46

部门经理 72 37. 50 50 ~ 99 人 42 21. 88

基层主管 37 19. 27 100 ~ 500 人 37 19. 27

其他 52 27. 08 500 人以上 43 22. 40

公司类型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42 21. 88 经营年数 5 年以下 74 38. 54

私营企业 130 67. 71 5 ~ 9 年 47 24. 48

外资企业 20 10. 42 10 ~ 14 年 34 17. 71

15 年以上 37 19. 27

　 　 (二)变量测量

朴素式创新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测量量表。 现有研究大多参考周和乔治

(Zhou
 

&
 

George,2001) [55] 提出的创新行为量表,从朴素式创新产品开发的速度、数量、成本等方面进行测

量。 例如,高太山等(2014)选取非职务专利授权数量等作为朴素式创新的代理变量[56] 。 但这些量表忽略

了朴素式创新突破资源约束、满足 BoP 群体需求、节约资源等本质特征,使得其与相关创新概念(包容性创

新、草根创新等)的测算结果难以有效区分。 本文依据前文对朴素式创新的定义,综合策施基等(Zeschky
 

et
 

al.,2011) [35] 、罗塞托和博里尼(Rossetto
 

&
 

Borini,2017) [57]的研究,将降低不必要成本、朴素式创新生态系统

和产品核心功能和性能三个维度作为朴素式创新的主要测量指标,以捕捉其本质特征,并尽可能地与相近

的创新概念进行区分。
具体而言:(1)朴素式创新,依据已有研究[35,57] ,并结合本文对朴素式创新概念的定义,分别对这三个维

度采用 3 个题项进行测量,组成朴素式创新的测量量表,以符合本研究的主题与情境。 (2)顾客跨边界整

合,参考冯等人(Feng
 

et
 

al.,2010) [58]的研究,选择 5 个题项进行测量。 (3)供应商跨边界整合,采用瓦尚和

克拉森(Vachon
 

&
 

Klassen,2008) [59]的研究,选择 6 个题项进行测量。 (4)信任对称性,参照德容和德克斯

(De
 

Jong
 

&
 

Dirks,2012) [39]的测量方式,使用同伴评定方法进行评估。 首先,通过问卷的方式要求每个被调

查企业选出最能反映其对供应商、顾客的信任程度的描述,具体包括“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完全不信任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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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顾客),不会把任何与本企业相关的事情告诉供应商(顾客)”“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不太信任供应商(顾

客),只会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与其进行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对供应商(顾客)有一定的信任,愿意在一些

事情上信任供应商(顾客),只要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比较信任供应商(顾客),愿意

在很多事情上信任它,包括对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完全信任供应商(顾客),愿意在任何事情上都信任

它,即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同时还设有中立题项:“我们对供应商(顾客)不够了解,无法评价

是否信任它”。 其中,完全不信任记为 1 分,完全信任记为 5 分,中立记为 3 分。 获得评价分数后,计算企业

每对二元关系信任水平的绝对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衡量信任最合适的来源是委托

人而不是受托人[60] 。 考虑到一一对应进行相互打分的方式难以施行且消耗大量时间成本,以及企业与顾

客、供应商匹配过程中出现误差等情况,本文未收集供应商、顾客对企业的信任平均分数,而是采用企业对

供应商、客户的信任程度加以替代。 (5)输出控制,借鉴克拉罗等(Claro
 

et
 

al.,2003) [61] 的研究,采用 4 个题

项进行测量。 (6)行为控制,同样借鉴克拉罗等(2003) [61]的研究,采用 4 个题项进行测量。
上述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的方式,从 1 ~ 5 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各个变量均通

过题项打分的算术平均值加以衡量。 具体变量说明见表 3。

表 3　 变量说明

性质 名称 维度 描述

条件变量 组织间关系 顾客跨边界整合 企业与顾客建立共生关系,共同解决问题、协调研发活动

供应商跨边界整合 企业与供应商建立共生关系,共同解决问题、协调研发活动

共享逻辑 信任对称性 双方在彼此信任水平上的差异程度

治理机制 输出控制 企业设定和监测朴素式创新的完成情况

行为控制 企业对其他主体的实际行为进行调整及监管

结果变量 朴素式创新 降低不必要的成本 最大程度地节约资源消耗,降低创新成本

朴素式创新生态体系 企业与当地市场密切合作,协同创新,建立创新生态系统

产品核心功能和性能 企业创新的成果可以满足当地市场的基本需求,且质量达到标准

　 　 (三)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保证后续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本文采用软件 SPSS 对部分前因条件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①。
由于信任对称性要求被调查企业从 6 种不同程度的评价中做出选择,故对信任对称性不需要进行信度、效度

分析。 由分析结果可知,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均大于 0. 754
 

0,且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 0. 600
 

0,说明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 部分变量的初始量表是基于已有的成熟研究并结合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实践修订而成,通过

预测试后,对问卷修订形成定稿,以此保证量表的效度。 各变量聚合效度的平均萃取量(AVE)值均在 0. 5
以上,说明聚合效度较好。 区分效度方面,各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区

分效度较好。

　 　 (四)变量校准与描述性统计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先对数据进行校准。 本文遵循主流 QC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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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组合信度( CR 值) 、α 系数和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结果未在文中详细列出,如有需要,可向作

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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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采用直接校准法进行变量校准[62-63] 。 分别使用结果与条件的 95%、50%和 5%分位数值作为完全

隶属、交叉点与完全不隶属的锚点。 研究变量的校准点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研究变量的校准点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条件和结果
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顾客跨边界整合 4. 830
 

0 3. 670
 

0 2. 500
 

0 3. 644
 

5 0. 827
 

7 1. 750
  

0 5. 000
 

0

供应商跨边界整合 5. 000
 

0 3. 800
 

0 2. 800
 

0 3. 599
 

0 0. 946
 

1 1. 000
 

0 5. 000
 

0

信任对称性 5. 000
 

0 4. 000
 

0 3. 000
 

0 3. 609
 

4 0. 742
 

0 1. 000
 

0 5. 000
 

0

输出控制 5. 000
 

0 3. 625
 

0 2. 750
 

0 3. 736
 

5 0. 802
 

8 1. 800
 

0 5. 000
 

0

行为控制 5. 000
 

0 3. 625
 

0 2. 275
 

0 3. 639
 

5 0. 849
 

0 1. 000
 

0 5. 000
 

0

朴素式创新 5. 000
 

0 4. 000
 

0 2. 890
 

0 3. 935
 

1 0. 774
 

4 1. 560
 

0 5. 000
 

0

　 　 四、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多元驱动路径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NCA)检验方法可以识别和检测数据中的必要条件[64] 。 NCA 方法不仅能够判定特定条件

是否为某一结果的必要前提,还能够直观地检测出对结果产生的效应大小。 在 NCA 检验方法中,效应量(d)代
表产生特定结果需要必要条件的最低水平,取值为 0~1,其中 0<d<0. 1 代表低水平影响,0. 1≤d<0. 3 代表中等

水平影响,0. 3≤d<0. 5 代表高水平影响。 同时,还需要通过蒙特卡罗仿真置换检验显示效应量是显著的,即
P 值要显著[65] ,才可以认为该条件是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 本文采用上限回归(ceiling

 

regression,CR)和上

限包络(ceiling
 

envelopment,CE)两种不同估计方法进行必要条件分析,结果见表 5。 从结果来看,顾客跨边

界整合、供应商跨边界整合、信任对称性、输出控制、行为控制效应量均小于 0. 1,证明这些条件单独不构成

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必要条件。

表 5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基于 NCA 方法

类别 条件 方法 精确度 / %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d) P 值

组织间关系 顾客跨边界整合 CR 99. 50 0. 015
 

0 0. 920
 

0 0. 016
 

0 0. 007
 

0

CE 100. 00 0. 022
 

0 0. 920
 

0 0. 024
 

0 0. 009
 

0

供应商跨边界整合 CR 100. 00 0. 003
 

0 0. 890
 

0 0. 004
 

0 0. 018
 

0

CE 100. 00 0. 007
 

0 0. 890
 

0 0. 008
 

0 0. 009
 

0

共享逻辑 信任对称性 CR 100. 00 0. 017
 

0 0. 900
 

0 0. 018
 

0 0. 007
 

0

CE 100. 00 0. 033
 

0 0. 900
 

0 0. 037
 

0 0. 007
 

0

治理机制 输出控制 CR 98. 40 0. 030
 

0 0. 900
 

0 0. 034
 

0 0. 005
 

0

CE 100. 00 0. 028
 

0 0. 900
 

0 0. 031
 

0 0. 000
 

0

行为控制 CR 98. 40 0. 046
 

0 0. 900
 

0 0. 051
 

0 0. 000
 

0

CE 100. 00 0. 035
 

0 0. 900
 

0 0. 039
 

0 0. 000
 

0

　 　 注:条件为校准后模糊集隶属度值。 P 值为 NCA 分析中的置换检验(重抽次数= 10
 

000)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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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水平表示达到结果最大观测范围的某一水平,即前因条件最大观测范围内需要满足的水平值。 如

表 6 所示,要达到 60%的朴素式创新水平,需要 3. 30%水平的顾客跨边界整合,4. 90%水平的供应商跨边界

整合,2. 20%水平的信任对称性,输出控制和行为控制条件都不存在瓶颈水平。

表 6　 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朴素式创新 顾客跨边界整合 供应商跨边界整合 信任对称性 输出控制 行为控制

0%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NN

30% NN NN NN NN NN

40% NN NN 0. 70% NN NN

50% 1. 10% 1. 40% 1. 50% NN NN

60% 3. 30% 4. 90% 2. 20% NN NN

70% 5. 60% 8. 50% 3. 00% NN NN

80% 7. 80% 12. 00% 3. 70% 1. 00% NN

90% 10. 00% 15. 50% 4. 50% 8. 00% NN

100% 12. 20% 19. 10% 5. 30% 14. 90% 10. 60%

　 　 注:使用 CR 方法,NN 表示不必要。

进一步采用 QCA 软件对各个前因条件(包括其非集)是否为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必要性条件进行验证,
分析结果见表 7。 当结果发生时,若某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超过 0. 9 时,说明该条件是必要性条件[16] 。
结果表明,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在 0. 9 以下,这意味着各个单项前因条件不是驱动企业朴素式创新

的必要条件,与 NCA 分析结论一致。

表 7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基于 QCA 方法

条件变量
高水平朴素式创新 非高水平朴素式创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顾客跨边界整合 0. 765
 

3 0. 798
 

4 0. 464
 

6 0. 482
 

3

非高顾客跨边界整合 0. 503
 

7 0. 486
 

0 0. 805
 

8 0. 773
 

6

高供应商跨边界整合 0. 788
 

2 0. 795
 

4 0. 481
 

6 0. 483
 

6

非高供应商跨边界整合 0. 488
 

2 0. 486
 

3 0. 796
 

3 0. 789
 

1

高信任对称性 0. 531
 

4 0. 784
 

0 0. 400
 

8 0. 588
 

4

非高信任对称性 0. 721
 

0 0. 547
 

4 0. 852
 

9 0. 644
 

2

高输出控制 0. 753
 

8 0. 790
 

2 0. 490
 

1 0. 511
 

3

非高输出控制 0. 533
 

8 0. 512
 

7 0. 798
 

9 0. 763
 

5

高行为控制 0. 762
 

1 0. 769
 

2 0. 490
 

2 0. 492
 

3

非高行为控制 0. 496
 

9 0. 494
 

9 0. 770
 

1 0. 76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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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企业朴素式创新的组态分析

本文使用 QCA 软件进行组态分析,根据样本数量将频数阈值设定为 2,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 8,不一致

性的比例减少(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 7[66] 。 企业在朴素式创新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对创新的过程及成果进

行控制,也可能不会,因此对输出控制和行为控制条件变量选择“存在或缺乏”;企业可能既会与信任对称的企

业或顾客合作,也会与信任不对称的企业或顾客合作,因此对信任对称性条件变量选择“存在或缺乏”;企业主

要关注底层顾客需求,因此对顾客跨边界条件变量选择“存在”。 表 8 的组态分析结果显示,
 

各前因条件形成

了 4 个高水平朴素式创新组态和 3 个非高水平朴素式创新组态。 比较 S2a、S2b 可以发现两者核心条件相同,仅
在边缘条件上存在替代关系(S2a 中供应商跨边界与 S2b 中行为控制),因此可以归为一类。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高水平朴素式创新总体解一致性水平是 0. 903
 

2,这意味着满足这 4 条组态路径的

样本案例中,有 90. 32%的企业实现了高朴素式创新水平。 非高朴素式创新总体解的一致性为 0. 870
 

8,这说

明满足这 3 条组态路径的样本案例中,有 87. 08%的企业为非高朴素式创新水平。

表 8　 企业朴素式创新组态分析结果

要素维度

类别 前因条件

高水平朴素式创新组态 非高水平朴素式创新组态

S1
S2

S2a S2b
S3 N1 N2 N3

组织间关系 供应商跨边界整合 ● ● ● ⊗ ⊗

顾客跨边界整合 ● ● ● ● ⊗ ⊗

共享逻辑 信任对称性 ● ● ● ⊗ ⊗

治理机制 输出控制 ● ● ● ⊗ ⊗ ⊗

行为控制 ● ● ● ⊗ ⊗ ⊗

　 一致性 0. 910
 

1 0. 933
 

0 0. 939
 

3 0. 938
 

4 0. 894
 

1 0. 903
 

0 0. 910
 

4

原始覆盖度 0. 561
 

5 0. 387
 

3 0. 388
 

3 0. 387
 

5 0. 588
 

0 0. 577
 

1 0. 596
 

0

唯一覆盖度 0. 192
 

8 0. 018
 

5 0. 019
 

5 0. 018
 

7 0. 051
 

4 0. 040
 

4 0. 059
 

4

解的一致性 0. 903
 

2 0. 870
 

8

解的覆盖度 0. 618
 

4 0. 687
 

9

　 　 注:●或●代表条件存在,⊗或⊗代表条件不存在;●或⊗代表核心条件,●或⊗代表边缘条件。 空白代表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三)高水平朴素式创新路径的定性分析

为了更好地识别各高水平朴素式创新路径的差异性,解释不同要素组态分别通过何种方式实现高水平

朴素式创新,下文分别对每一种组态进行命名,并进行详细的归纳与定性分析。 在对组态命名时重点把握 3
个原则———“简洁清晰”“捕捉整体”和“唤起组态本质”,以保证组态解的整体性和每个组态的独特性,使组

态命名有理有据。
1. 组织间关系与治理机制双轮驱动模式

组态 S1 中治理机制和组织间关系发挥了核心作用,这说明企业与外界部门建立共生关系时,合理完善

的治理机制是驱动企业进行朴素式创新的重要因素。 组态 S1 的代表案例企业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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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泰北牧田园”)与当地市场密切互动,选择养殖技能水平和养殖基地条件合格的农

牧民合作,为其提供生产订单、运营、销售等全流程资源和生产经营技术、操作规程上的指导,引导其按需发

展、标准化生产,避免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农产品无法及时销售等导致浪费。 此外,伊泰北牧田园还对产品

进行溯源,保证向市场供应优质安全、价格优惠的产品。 伊泰北牧田园在与当地消费者互动方面,在互联网

平台线上销售的同时,开展生鲜体验店加强服务,让顾客切身感受到产品品质。 在多种管理措施下,伊泰北

牧田园整合、拼凑当地市场资源,保证企业创新价值链上下游各个环节功能实现的形式与效率和消费者、农
牧户、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突破 BoP 市场的诸多约束,形成了稳定的创新生态系统。

2. 共享逻辑、输出控制与顾客协同驱动模式

组态 S2a 和组态 S2b 中共享逻辑、输出控制和顾客跨边界整合发挥了核心作用,这说明企业通过跨边界

整合与顾客建立共生关系时,共同的资源共享意愿和合理完善的输出控制机制是驱动企业进行朴素式创新

的重要因素。 组态 S2 的代表案例企业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关注到了 BoP 市场对

医疗服务的巨大需求后,对产品提出简单易用、维护方便、价格适当、可靠耐用和及时上市的要求。 为了产

品创新的成功,西门子从产品概念设计、研发到生产、销售的整个价值链都寻求与当地市场进行深入互动。
西门子多次和县级医院深度沟通,了解当地医疗需求,聘请研发团队根据中国现有的工业零配件基础设计

研发,极大降低了成本。 通过与当地市场频繁密切的互动,西门子逐渐赢得当地市场的信赖,其产品深受县

级医院的欢迎。 西门子产品的成功为其寻找到了新的利益增长点,提高了 BoP 人群的医疗服务质量,最终

形成了信任和谐的朴素式创新生态系统。
3. 组织间关系和共享逻辑双轮主导下的行为控制驱动模式

组态 S3 中行为控制、信任对称性、供应商跨边界整合和顾客跨边界整合发挥了核心作用,这说明企业与

外界部门建立共生关系时,共同的资源共享意愿是驱动企业进行朴素式创新的重要因素。 组态 S3 的代表企

业敖汉旗农耕小米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敖汉小米”)利用企业所在地为小米起源地的优

势,整合当地资源。 为了保证小米的品质,敖汉小米与农民共同努力搜集、挑选最适宜的品种,同时还与农

民签订种植协议,统一调配种子、分发有机肥、提供技术支持,最后再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对产品进行回收。
在这种井然有序的合作中,敖汉小米与当地农民彼此相互信任、依赖,共同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实惠、口感优

良的小米。 在该创新生态系统中,农民自身的收入水平、知识技能得到了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四)非高水平朴素式创新路径的定性分析

本文也检验了产生非高水平朴素式创新的路径。 组态 N1 表明:企业如果不积极融入 BoP 市场网络,且
对朴素式创新的过程和结果不采取控制手段,则无法产生较高的朴素式创新水平。 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

从外界拼凑获得朴素式创新所需的关键性资源,只能依靠内部有限的资源。 同时,缺乏对创新的协调控制,
也将导致企业无法突破 BoP 市场缺陷,增加朴素式创新的成本、风险,导致了非高水平的朴素式创新。 组态

N2、组态 N3 表明:企业如果不积极融入 BoP 市场网络,彼此间信任不对称,且不通过治理机制对朴素式创新

进行协调控制,会导致非高水平的朴素式创新。

　 　 (五)组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方式有多种,常用的方法是合理调整相关参数的设定。 例如,通过调整校准依据、最小案例

频数和一致性门槛,分析调整后数据产生组态的变化,以此评估结果是否稳健[67] 。 本文将一致性阈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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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0 调整到 0. 85,结果显示,组态结果保持不变。 然后本文又将频数阈值由 2 提高至 3,产生的高朴素组态

路径变为 3 条(表 8 中 S1、S2a、S3),总体解的一致性变为 0. 903
 

9,总体解的覆盖度为 0. 598
 

8。 由此可知,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分析结果可靠。

　 　 (六)组态分析结果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虽然上文从组织间关系、治理机制、共享逻辑联动匹配的角度较全面地分析了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多元

化驱动路径,但企业是否开展朴素式创新可能还会受到行业、规模等企业特征的影响[68] 。 为了更好地研究

不同组态对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净效益”,缓解样本选择过程中存在的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
方法进行反事实分析[69] ,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PSM 会自动匹配企业特征相似的样本进行比较,匹配出的样本唯一区别在于是否实施了 3 种产生高水

平朴素式创新路径。 首先,计算企业各朴素式创新路径的倾向得分。 本文采用评定(Logit)模型进行预测,
分别以企业是否实施“组织间关系与治理机制双轮驱动模式” “共享逻辑、输出控制与顾客协同驱动模式”
“组织间关系和共享逻辑双轮主导下的行为控制驱动模式”的高水平朴素式创新驱动路径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企业特征属性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包括:(1)行业类型,制造业行业设置为 1,否则为 0;(2)企业年龄,采用

企业自成立之日起至观测时年限时长的自然对数衡量;(3)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衡

量。 表 9 报告了倾向得分的回归结果,其中 S1、S2、S3 分别表示“组织间关系与治理机制双轮驱动模式”“共

享逻辑、输出控制与顾客协同驱动模式”“组织间关系和共享逻辑双轮主导下的行为控制驱动模式”高水平

朴素式创新路径。

表 9　 倾向得分的回归结果

变量 S1 S2 S3

行业类型 -0. 687
 

3 0. 325
 

4 -0. 270
 

2

( -0. 640
 

0) (0. 460
 

0) ( -0. 330
 

0)

企业年龄 -0. 078
 

1 -0. 600
 

6∗∗ -0. 544
 

3∗

( -0. 280
 

0) ( -2. 050
 

0) ( -1. 760
 

0)

企业规模 0. 310
 

3 0. 427
 

4∗∗ 0. 190
 

1

(1. 560
 

0) (2. 220
 

0) (0. 960
 

0)

常数项 -3. 453
 

8∗∗∗ -3. 066
 

2∗∗∗ -2. 058
 

3

( -3. 620
 

0) ( -3. 320
 

0) ( -2. 270
 

0)

R2 0. 028
 

6 0. 049
 

5 0. 026
 

1

样本量 192 192 192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0。 括号中为 z 值。

本文针对不同朴素式创新的实现路径,开展样本匹配。 以组织间关系与治理机制双轮驱动型路径为

例,汇报匹配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 10)与核密度函数对比图(见图 2 和图 3)。
匹配后所有变量的偏差得到了改善,在两组中的差异检验都不再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匹配效果非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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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

表 10　 匹配前后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类别 实验组 控制组 偏差 偏差绝对值 t P>t V(T) / V(C)

行业类型 U 0. 136
 

4 0. 105
 

9 9. 200
 

0 0. 430
 

0 0. 668
 

0

行业类型 M 0. 136
 

4 0. 090
 

9 13. 700
 

0 -49. 100
 

0 0. 470
 

0 0. 644
 

0

企业年龄 U 1. 632
 

7 1. 905
 

0 -29. 400
 

0 -1. 290
 

0 0. 197
 

0 0. 980
 

0

企业年龄 M 1. 632
 

7 1. 632
 

7 0. 000
 

0 100. 000
 

0 0. 000
 

0 1. 000
 

0 1. 000
 

0

企业规模 U 4. 996
 

7 4. 583
 

6 28. 800
 

0 1. 350
 

0 0. 180
 

0 1. 330
 

0

企业规模 M 4. 996
 

7 4. 996
 

7 0. 000
 

0 100. 000
 

0 0. 000
 

0 1. 000
 

0 1. 000
 

0

　 　 注:U 是匹配前,M 是匹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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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匹配前核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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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匹配后核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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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结合共生关系理论框架,进一步丰富了共生关系的维度,即组织间关系、治理机制和共享逻辑,探
究共生关系系统内多要素耦合对企业朴素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并从组态的角度揭示各要素驱动企业朴素式

创新的联动匹配及其复杂机制。 经过研究,发现了 3 条产生高水平朴素式创新的驱动路径,响应了关于共生

关系视角下朴素式创新研究的呼吁[1] ,加深了对共生关系系统要素耦合与朴素式创新复杂因果关系的认

识。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组织间关系、治理机制和共享逻辑多重并发形成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多元化驱动路径。 这意味着

任何单一前因条件既不能构成朴素式创新的必要条件,也不能作为产生高朴素式创新的充分条件。 不同要

素之间的合理组合形成组态效应,产生了多条等效的高水平企业朴素式创新路径。
第二,高效开展朴素式创新可通过“治理机制与组织间关系双轮驱动” “共享逻辑、输出控制与顾客协

同驱动” “组织间关系和共享逻辑双轮主导下的行为控制驱动”的多重模式实现。 在治理机制与组织间

关系双轮驱动模式中,企业强调朴素式创新过程的协调与控制,注重通过跨边界整合等方式获取资源,节
约成本,使最终的产品或服务在价格、性能等方面能够满足 BoP 群体的需求;在共享逻辑、输出控制与顾

客协同驱动模式中,企业在与 BoP 市场频繁且密切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信任和谐的氛围,使企业顺利拼

凑、整合市场资源。 与此同时,信任和谐的共生关系使企业能够深入挖掘 BoP 顾客的深层需求,并对创新

的产品(服务)进行控制,确保朴素式创新的实现;在组织间关系和共享逻辑双轮主导下的行为控制驱动

模式中,企业需要与供应商、顾客进行深度跨边界整合,在互相信任的氛围中进行产品设计、生产、销售,
并通过多种行为控制措施对朴素式创新过程进行协调、管理,以此突破 BoP 市场模糊性、复杂性的约束,
实现朴素式创新。

第三,顾客跨边界整合在驱动企业朴素式创新过程中发挥着较为普适性的作用。 这一现象反映出:企
业若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 BoP 市场获取有效信息,就必须与 BoP 市场建立共生关系,通过与

BoP 顾客进行跨边界整合,获得产品使用、设计等方面的信息,满足 BoP 人群特定需求。 企业在顾客跨边界

整合中通过资源拼凑获得所需的关键外部性资源,精准开发 BoP 群体所需的产品或服务,提高朴素式创新

水平。

　 　 (二)启示

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实践启示:
第一,企业应优化朴素式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建设。 BoP 市场以及 BoP 群体自身的局限性增加了

企业创新的成本与风险。 企业应不断完善朴素式创新治理机制建设,通过合理地选择、利用治理机制,保证

获得关键性外部资源的同时提升 BoP 群体自身能力,为朴素式创新系统提供良好环境和机制保障。
第二,企业应注重与 BoP 市场构建认同度高的共享逻辑,并通过多种互动方式加强彼此间的信任感。

共享逻辑建设加强企业与 BoP 群体间的“共同体”意识,帮助企业获得当地市场的坚定支持。 企业通过实施

信任、包容、共享的合作共生战略,不断激发朴素式创新生态系统各主体的活力,最大程度地推动企业朴素

式创新。
第三,企业通过跨边界整合与 BoP 市场、上游供应商形成合作共生关系,保证企业朴素式创新所需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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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推动企业朴素式创新的高效开展。

　 　 (三)展望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虽然本文基于共生关系框架探究了多因素联动匹配对朴素式创新的

驱动效应,但企业朴素式创新还会受到环境、技术、政府政策扶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将上述

因素整合到研究框架中,进一步补充和拓展朴素式创新理论。 其次,受限于企业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仅对

192 家企业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可推广性。 未来研究可以收集更多企业的数据,对产生高朴

素式创新的组态进一步分析。 最后,本文研究的数据是静态数据,未能反映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动态过程,例
如企业的跨边界整合可能是动态变化的,会出现角色的转换。 随着时间推移、互动频率增加,双方的信任水

平也可能会逐渐提高并趋于对称。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收集企业多时点数据,捕捉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动态过

程,以期形成更丰富、更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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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creating
 

shared
 

value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enterprises
 

are
 

entrusted
 

with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to
 

eliminate
 

extreme
 

poverty
 

and
 

advance
 

the
 

welfare
 

of
 

low-income
 

groups.
 

Frugal
 

innovation
 

is
 

an
 

innovation
 

paradigm
 

constructed
 

by
 

enterprises
 

for
 

low-end
 

markets
 

that
 

provides
 

affordable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low-income
 

groups
 

with
 

fewer
 

resources.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frugal
 

innovation
 

by
 

enterprises
 

and
 

the
 

provision
 

of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low-income
 

groups
 

to
 

share
 

the
 

fruits
 

of
 

innov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due
 

to
 

the
 

price
 

sensitivity
 

and
 

low
 

affordability
 

of
 

low-income
 

groups,
 

enterprises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carrying
 

out
 

frugal
 

innovation.
 

A
 

single-
factor

 

perspective
 

is
 

struggling
 

to
 

fully
 

explore
 

how
 

firms
 

allocate
 

resources
 

to
 

efficiently
 

carry
 

out
 

frug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resource
 

patchwork
 

theories
 

and
 

conducts
 

a
 

cross-cas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92
 

firms
 

using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 NCA)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method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driving
 

mechanism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sharing
 

logic
 

synergistically
 

matching
 

on
 

frugal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are
 

threefold.
 

(1)
 

Inter-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sharing
 

logic
 

collectively
 

form
 

a
 

diversified
 

driving
 

path
 

for
 

frugal
 

innovation.
 

Any
 

single
 

antecedent
 

condition
 

can
 

neither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frugal
 

innovation
 

nor
 

be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high-level
 

frugal
 

innovation.
 

( 2)
 

Efficient
 

frugal
 

innovation
 

can
 

be
 

driven
 

by
 

multiple
 

paths,
 

including
 

driven
 

by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driven
 

by
 

sharing
 

logic,
 

output
 

control,
 

and
 

customers,
 

and
 

driven
 

by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sharing
 

logic.
 

The
 

driving
 

effects
 

of
 

reasonable
 

combinations
 

of
 

different
 

elements
 

on
 

corporate
 

frugal
 

innovation
 

are
 

shaped
 

into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resulting
 

in
 

an
 

equivalent
 

high-level
 

frugal
 

innovation.
 

(3)
 

Among
 

the
 

four
 

configurations
 

of
 

high-level
 

frugal
 

innovation,
 

customer
 

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
 

always
 

exists
 

as
 

a
 

key
 

condition.
 

It
 

serves
 

as
 

a
 

broadly
 

applicable
 

factor
 

in
 

driving
 

corporate
 

frugal
 

innovation.
 

The
 

result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 PSM)
 

analysis
 

show
 

no
 

bias
 

in
 

the
 

sample
 

selection
 

proc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diversified
 

paths
 

of
 

corporate
 

frugal
 

innovation,
 

addressing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in
 

interpreting
 

this
 

issue.
 

The
 

conclusions
 

extend
 

and
 

enrich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frugal
 

innovatio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coupling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system
 

elements
 

drives
 

frugal
 

innovation,
 

and
 

provide
 

a
 

basi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selection
 

of
 

paths
 

of
 

corporate
 

frugal
 

innovation,
 

offering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frug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frugal
 

innovation;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mechanism;
 

sharing
 

logic;
 

symbiotic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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